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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中多轮蒸馏大模型应用的行政法
归责困境与出路

李贤森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数字政府建设中，多轮知识蒸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模型的私有化部署。 与传统算法相比，该技术特有

的“教师模型—中间学生模型—最终学生模型”多级嵌套结构，不仅容易放大历史数据偏见，更使因果证据链在模型

代际传递中发生断裂，引发行政主体确认困难、法定举证责任落空及行政裁量权受损等归责困境。 面对复杂链式模

型，现行用途导向与单一归责的监管逻辑面临失灵。 为弥合技术与法律的错位，规制路径不应逾越法治底线干预前

端市场，而应立足数字政务的公法属性，将监管重心转向内部治理与采购合规。 应确立政务采购中的模型链条强制

披露机制，并辅以基于合同的责任联动追偿体系，从而精准锚定过错节点。 这既能保障行政主体实现有效追偿，也
为人工智能行政治理提供了合法且可行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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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迭代，大模型的架构日益复杂化且应用边界不断拓宽。 多轮知识蒸馏

是兼顾模型性能与算力成本的核心技术路径，其技术原理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知识蒸馏框架，即通过教师

模型向中间学生模型（简称中间模型）再向最终学生模型（简称最终模型）传递概率分布形式的“软标签”，
实现大型模型向轻量化模型的知识迁移。① 与单次蒸馏不同，多轮蒸馏在教师与最终学生之间引入一个或

多个中间学生，形成逐级压缩的链式知识传递结构，②并已全面渗透至大型模型的训练与部署实践中。 然

而，传统行政法归责体系在应对人工智能系统时本就面临主体认定与因果关系模糊的固有困境。 多轮知识

蒸馏技术虽赋予了模型轻量化与低成本的优势，促使其在政府治理中被广泛采纳，但其特有的“教师模型—
中间模型—最终模型”的多级嵌套与知识传递链条，进一步拉长并稀释了本就脆弱的归责链条。 这种技术

演进使行政行为的因果关系追溯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屏障与制度断层。
多轮知识蒸馏通过“教师模型—中间模型—最终模型”的链式路径，将庞杂的知识压缩到轻量化系统

内。 以政务服务智能问答系统为例，其底层往往依赖此类多轮蒸馏模型以降低算力部署成本。 然而，这种链

式结构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与隐蔽性，前序模型中的微小数据偏见或算法缺陷，会在传递中被继承甚至放

大。 当行政机关将其嵌入自动化决策、风险评估等公共服务场景时，这种叠加的技术黑箱直接冲击了依法行

政所要求的透明、正当与可释明原则。
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深度应用，明确提出将智能技术融入社会治理体系，通过

部署政务辅助与决策支持系统，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与治理现代化水平。③ 将多轮知识蒸馏引发的复杂

归责问题置于行政法治框架下审视，实质上是以底层算法规制赋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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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这一视角的引入标志着人工智能治理逻辑的结构性转向，即突破传统私法偏重事后损害赔偿与个体

权利救济的局限，迈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公权力规范运行为核心的公法治理模式，进而强化对技术风险

的前置性审查与系统性预防。
行政法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超越了传统的事后追责逻辑，更加凸显事前风险预防、事中过程监管及行

政机关在重塑治理规则中的主导地位。 相较于私法归责聚焦于个体间的权利救济与损害填平，行政法归责

的核心在于规范公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与构筑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保障体系。 因此，将人工智能的责任

治理从私法救济转向公法视域，要求深刻剖析技术演进带来的结构性挑战，重构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应对技

术风险的制度框架，从而确保智能技术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始终被约束于依法行政的轨道之内。

一、多轮知识蒸馏技术在数字政府中的运作实践与规制挑战

（一）政务大模型私有化部署的实证运作机制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入，大语言模型在政务服务、辅助决策与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然而，千
亿级参数的通用大模型在私有化部署时面临极高的算力成本与数据安全壁垒。 在此背景下，多轮知识蒸馏

作为一种模型压缩与轻量化技术，成为数字政务采购与部署的重要需求。 该技术通过教师模型至中间模型

再至最终模型的链式路径，将庞大复杂的知识压缩到轻量化的学生模型中。 这一过程在大幅降低算力负担

的同时，有效维持了特定政务场景下的文本理解与生成能力。
进一步而言，多轮知识蒸馏技术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大规模展开，是由政务数据的高度敏感性与基层行

政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的。 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简称《数据安全

法》）第 ２１ 条，中国对政务数据安全实施严格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通常要求核心政务数据在安全可控环境

中处理，并在实践中强调原始数据不出域、重要业务系统与公共互联网相隔离。 这意味着行政机关无法直接

调用部署在商业云端的大型通用模型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否则将面临数据泄露与国家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
若要在地方政府或基层执法部门的内网环境中进行大型模型的私有化本地部署，需配置算力集群，负担高昂

的硬件维护成本。 在这一现实张力下，多轮知识蒸馏成为了数字政务落地的重要方式。 将庞大、通用的教师

模型中的知识表征进行针对法律法规、地方政策、历史工单等特定政务语料的多轮次蒸馏与裁剪，最终模型

的参数量可能被压缩至原始模型的百分之一甚至更低。 这使得模型能够顺利部署在单台普通服务器乃至边

缘计算设备上，从而契合了政务系统对数据物理隔离与低成本敏捷部署的双重需求。 然而，此种以牺牲部分

泛化能力为代价的深度参数压缩成为后续行政决策偏见与逻辑黑箱产生的技术根源。
在目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轻量化人工智能模型已深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决策环节。 以地方政务热线智

能辅助系统为例，为实现本地化的高效部署，地方政府往往采购基于知识蒸馏技术生成的轻量化政务专用模

型。 该模型在实践中承担着智能派单、诉求定性与公文处理等关键功能。 当市民通过热线或政务应用程序

提交诉求时，模型会基于自然语言理解自动判断管辖层级，并直接将工单派发至特定的基层执法部门。 针对

部分常规咨询，模型甚至能自动生成具有政府背书性质的答复意见。 从公共行政到自动化行政，形式上从人

类决策转变为算法决策，本质上依然是行政权的运作。① 在此类运作中，轻量化模型不再仅仅是办公辅助工

具，而是实质性地嵌入了行政调查与指令下达等具有外部行政法意义的权力运行链条之中。
各地政府采购实践中，政务大模型及相关智能系统的采购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 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

据管理局采购的数字政府人工智能公共支撑平台项目中标金额达 ２ ３０６ 万元，旨在构建“１ 门户＋１ 中心＋１
中台＋１ 体系”的人工智能应用支撑架构。② 上海市信访办公室采购的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数据分析及大模

型技术支撑服务项目预算金额达 １ １２８ 万元，明确将大模型应用赋能服务热线作为建设目标。③ 烟台市大数

据局政务人工智能大模型服务项目中标金额达 ２８９ 万元，涵盖大模型管理支撑工具、训练调优工具、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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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等五大支撑工具与四大服务。① 这些采购实践表明，大模型技术已从实验性应用转向规模化政务

部署，相应的归责制度需求亦日益紧迫。
（二）多级蒸馏链条引发的行政归责实证困境

由多轮知识蒸馏支撑的运作实践虽然极大提升了行政效能，但也在行政归责领域诱发了系统性风险。
在上述智能派单系统的实证运行中，知识传递过程中的有损压缩与逻辑偏移易使轻量化模型因语料识别偏

差而出现系统性误判，进而导致行政机关无法及时履行法定职责，引发行政不作为风险。
近年来已出现人工智能技术影响行政决策引发行政复议的实例。 例如，２０２５ 年司法部发布的行政复议

典型案例中，“王某不服浙江省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受理撤销冒名登记行政复议案”即涉及人工智能换

脸技术破解政务平台实名核验系统的归责争议。② 复议机关认定，被申请人仅凭后台文字记载即认定申请

人完成真实身份核验，未排除人工智能技术伪造可能性，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终撤销不予受理决定并

责令重新审查。 该案例表明，行政机关在借助智能系统作出决定时，若未能审慎审查系统输出的可靠性，就
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在行政处罚辅助决策领域，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嘉峪关

浩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诉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中查明，环保部门依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辅助决策系统作出的处罚结果超过法定裁量范围，最终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③ 此类案例揭示了自动

化决策系统输出结果可能超越法定权限的法治风险。
相对人对此类数字化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时，传统归责逻辑将面临适用困境。 多轮知识蒸馏

形成了一个极度复杂的技术供应链，在政务内网上运行的最终的轻量化模型，其决策逻辑不仅受制于本地运

维平台的微调，更深层继承了上游中间模型的压缩算法及原始教师模型在预训练阶段的数据特征。 在实践

中，由于前序模型中的微小数据偏见或算法缺陷会在蒸馏传递中被隐蔽地继承甚至放大，行政机关在应对追

责时，无法解释究竟是哪一轮的知识传递导致了派单算法的失灵。 这种链式结构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与黑

箱叠加属性。 这不仅使行政行为丧失了法治所要求的可释明性，④也直接阻断了行政机关向技术供应商进

行事后追偿的事实证据链条。

二、多轮蒸馏大模型对传统行政法归责原理的冲击

从前文所述的技术原理出发，与数字行政中传统的基于逻辑规则的专家系统乃至常规的单轮生成式人

工智能相比，多轮知识蒸馏技术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知识的跨代际有损压缩，其对行政法归责原理的冲击具

有显著的代际差异与结构复杂性。 传统自动化行政的归责难点主要在于代码翻译错误，其因果链条依然是

线性的，责任主体往往锁定于单一的系统开发商。 即便是普通的单轮大模型，其算法黑箱也多局限于单一主

体的数据训练边界内。 然而，多轮知识蒸馏打破了单一开发者对应单一模型的映射关系，形成了多主体嵌套

与责任碎片化的技术供应链。 上游教师模型的预训练偏见与事实错误，会通过软标签以隐蔽的方式传导给

下游的学生模型，并在特定政务场景中被放大，使得损害结果与致害行为之间隔着数代算法的转换，导致传

统的行政法归责要素在面对跨代际的技术链条时，出现了系统性的适用失灵问题。
（一）链式结构解构单一行政主体的归责基础

多轮知识蒸馏模型形成的复杂链式结构，动摇了传统归责体系的重要基础———可识别的行为主体与清

晰的因果链条。 在行政法领域，这一挑战尤为突出，导致了主体缺位与意志空洞。 当行政机关使用多轮蒸馏

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行政决策或提供公共服务时，如何认定行政主体成为核心问题：主体是行政机关自身，还
是人工智能模型，抑或是二者协同？ 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是否可被视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其组成部分？

①

②

③

④

参见《烟台市大数据局烟台市政务 ＡＩ 大模型服务项目公开招标公告》，载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ｇｇｚｙｊｙ．
ｙａｎｔａｉ．ｇｏｖ．ｃｎ ／ ｊｙｘｘ ／ ００３００２ ／ 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６０２１３ ／ ｅｄ２７５ｅ５ｂ⁃５６４０⁃４ｆ３ｄ⁃８８１ｄ⁃３０８２５９ｄａ０ａｆ５．ｈｔｍｌ。

参见《２０２５ 年度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站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ｊ．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 ／ ｓｆｂｇｗ ／ ｆｚｇｚ ／
ｆｚｇｚｘｚｚｆ ／ ｆｚｇｚｆｙｇｚ ／ ２０２６０２ ／ ｔ２０２６０２１２＿５３１７３２．ｈｔｍｌ。

参见“嘉峪关浩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诉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甘 ０９ 行初 ２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王文玉、杨丽芳：《自动化行政的法治风险样态与治理路径》，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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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要求对行政行为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范围拓展。
与传统自动化行政系统或单轮生成式人工智能相比，多轮知识蒸馏在主体认定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打

破了单一开发者对应单一模型的线性映射关系，导致行政意志剥离与归责主体碎片化的困境。① 在单轮大

模型应用中，归责主体通常局限于系统开发商与行政机关；但在多轮蒸馏架构下，基础通用大模型的提供者

仅输出原始知识表征，中间模型的开发者进行领域化剪枝与微调，②最终的轻量化政务模型才直接作出行政

输出。 跨代际的多主体协同意味着，任何一项具体的自动化行政决定，都不再是单一主体意志的完整体

现，③而是历经多代算法主体裁剪与重构后的产物。 多轮知识蒸馏的链式演化使得行政法上权责一致的单

一主体预设陷入失灵。 当行政损害发生时，由于行政意志在多级蒸馏中被逐渐稀释，传统法律语境下基于行

政行为及其产生损害的对应性、可归因性判断丧失了事实基础，④导致归责主体难以确定。
这种主体认定困境直接延伸至行政责任承担机制的挑战与调适。 当多轮蒸馏人工智能模型在行政管理

或公共服务中造成损害时，行政机关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行政补偿责任，相关公务员是否应承担行政

纪律责任，都成为亟待明确的问题。 这涉及行政机关的过错认定、控制力边界及责任分担机制，尤其是在公

私合作模式下，如政府向人工智能提供方购买人工智能服务，二者的责任划分更为复杂。 多轮知识蒸馏形成

的模型生成链条，在技术维度呈现深度依赖与功能嵌套特征的同时，亦在法律层面引发责任认定的去中心化

与多层稀释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法律进行直接规制的手段将受到制约。⑤

相较于传统单一模型、单一开发者场景，多轮蒸馏大模型的责任分配机制更为复杂，其法律规制面临因

果链拉伸、行为主体扩展、责任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归责路径难以厘清。 在实践中，这
种多元参与者角色的模糊更是引发了主体确认的难题。 行政主体和行为归责的模糊化，不仅是程序上的障

碍，更是对行政法中行政主体这一核心概念的挑战，若谁在行动和什么构成行动变得不确定，那么建立在公

共权力行使基础上的整个行政法体系将面临基础动摇的风险。 这预示着行政法可能需要发展出新的分布式

主体或集体责任理论，⑥以适应人机协同和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复杂现实。
（二）技术黑箱导致法定举证责任与因果链条断裂

多轮知识蒸馏将模型训练的演化进程从传统的一次性生成拓展为多层级、多阶段的知识迁移链式路径。
这导致传统因果归责逻辑在复杂模型链条中的适用失灵问题。 行政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在人工智能模型

复杂链条下，面临事实不能或法律不能的挑战。 例如，要解释一个具有成千上万个决策树的危害风险评估工

具算法的特定决策，在技术上是不切实际的。⑦ 在传统的数字行政或单轮大模型引发的争议中，行政机关尚

且可以通过调取原始训练语料或单一模型的决策树来完成初步的举证义务。 然而，多轮知识蒸馏的本质是

知识的有损压缩与跨代际传递，最终的轻量化模型仅继承了前序模型的软标签即概率分布特征，而非原始训

练数据。 这意味着前序模型中的数据偏见或算法过错在向后传递时，已经被剥离原始的数据载体。 当相对

人对自动化行政决策提起复议或诉讼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即使完全公开最终政务模型的参数，也无法逆

向还原出上游基础模型的原始致害机理。 多轮知识蒸馏模型的代际传递造成的证据链断裂，使得行政诉讼

法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面临无证可举的困境，从根本上动摇了行政法事实认定与法律关

系构建的基础。
行政法要求行政行为公开透明，以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因此，政府所用人工智能模型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叶昶秀：《政府算法决策的归责困境与治理路径》，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８ 页。
“剪枝”是计算机科学中的规范概念，旨在通过减少模型中的冗余参数和连接实现模型的压缩和加速。 参见王琳、宋权润等：《神经网

络滤波器剪枝技术研究综述》，载《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 页。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不可察觉地抢占人的主体性，本质上也在高度影响主体意志。 参见张爱军、乔运涛：《从媒介工具性到技术本体论：

西方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载《未来传播》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３４ 页。
参见汪青松：《大模型运行损害的归因范式与责任机制》，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２ 页。
参见周文康：《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反身法路向———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为例》，载《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７４ 页。
参见牟春花：《算法物化、集体法律责任与分布式法律责任：规制算法的三重递进》，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上海法学研究》第 ７ 卷，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１３ 页。
危害风险评估工具通常指代一种用于评估和预测潜在危害和风险的系统或方法。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ｏｎ Ｏｓｗａｌｄ ＆ Ｊａｍｉｅ Ｇｒａｃｅ， ｅｔ 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ＨＡ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７：２２３， ｐ．２３１（２０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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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透明度，①包括模型创建方式、训练数据、决策逻辑等，应基于算法可公开性与可解释性满足行政公开原

则，提升行政行为公信力。② 算法透明度有助于打开人工智能黑箱，以更好地了解模型如何作出决策。 然

而，多轮蒸馏模型的决策过程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与非线性特征，其输出内容是多代模型参数更迭与协同演化

的综合结果。 生成路径的复杂性导致模型具体行为难以直观还原，直接阻碍传统法律体系中由行为到后果

的证据链构建。 在传统侵权与产品责任学说框架下，原告需就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③ 但在多轮蒸馏场景中，模型的学习参数、训练数据、蒸馏逻辑与输出内容之间缺乏直接可追溯的因果

路径。 即便技术上可定位某输出内容源自特定训练数据片段，该数据是否构成模型产生特定输出内容的关

键致因仍难以证实。 这种不可归因性严重阻碍模型行为责任的认定，导致传统举证规则陷入失灵。
行政法本身在某些领域就存在黑箱问题，如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不透明，进而导致行政裁量的滥

用。④ 当行政机关引入人工智能进行决策时，可能导致行政黑箱与人工智能黑箱的叠加，进一步削弱行政行

为的可解释性、可预测性和可问责性。 多重嵌套的技术黑箱将直接危及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由被告（行政机关）对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负举证责任的原

则。 在数字化行政争议中，当相对人对自动化决策结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行政机关必须向法院充分释明

其所作决策的事实根据与算法逻辑。 然而，在多轮蒸馏的复杂链条下，作为使用者的行政机关往往只掌握最

终模型的输出结果，无法解释上游教师模型及中间蒸馏环节的决策机理。 算法的不可解释性使得行政机关

在数字化争议中面临极大的举证不能风险，极易因未尽法定说明义务而承担败诉后果。 多轮知识蒸馏的黑

箱困境不仅阻碍了表层的技术审查，更从根本上动摇了行政法事实认定与法律关系构建的证据基础。 在行

政决策内在机制不透明的情况下，法律审查和问责的基础将被弱化。
司法实践表明，法院在审查自动化行政决策时往往面临技术性证据的认定困难。 以“上海市何凯诉黄

浦交警支队案”为例，⑤当事人从声学专业角度对电子监控设备的波段曲线及标记准确性提出质疑，但法院

在审理中明确表示：“对于技术问题，行政审判的审查强度有限，且专业问题会因为观点角度的不同存在不

同的理解和争议，司法审查不宜过多干预。”法院对于声呐设备的声源定位原理、技术误差范围等实体性问

题未予实质审查。 这一审查路径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４１ 条，司法

机关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审查主要围绕“设置目的是否正当、标志是否明显、程序是否合法”展开，审查维

度以“技术性正当程序”为边界，未延伸至算法规则与裁量逻辑的内在合理性。 学界将此现象概括为技术壁

垒与算法黑箱的双重困境。⑥ 自动化量罚系统的算法规则、算法决策理由与自动化决策过程构成司法审查

的对象，但法院因专业能力与制度工具的限制，仅对“形成过程”“明显性”“实际效果”进行了审查。⑦ 司法

机关在面对技术黑箱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审查回避倾向，在执法机关借助技术系统生成处罚结果的情况下，
法院往往只能在程序合法性层面进行审查，而难以对技术决策的实体合理性作有效判断。 自动化决策系统

的算法逻辑难以进入司法实质审查视野，相对人即使胜诉亦无法解决算法错误的责任归属问题。
（三）算法依赖影响行政裁量权的正当性

人工智能模型对行政权力的深刻冲击，还体现在对行政裁量权正当性的影响。 在行政裁量领域，法律赋

予行政机关基于具体情境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权力，行政裁量因而具备实现个案正义的法律品格。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人工智能透明度原则不能只是智能系统体现自身意愿的单向度的任意信息披露，换句话说，透明度原则具有信息披露的形式透明要
求，更具有面对不同受众可解释性需求的实质规范内容。 参见张永忠：《论人工智能透明度原则的法治化实现》，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６ 页。

参见于一帆：《自动化行政中算法的可公开性及其范围》，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６２ 页。
参见杨立新：《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问题研究———〈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 １９ 条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４ 年

第 ５ 期，第 ９ 页。
参见卢政峰：《论行政自由裁量的“解释性控权”》，载《法律方法》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６６ 页。
参见“何凯诉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行政处罚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沪行终 ２０４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于洋：《自动化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以道路交通领域为例》，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９７ 页。
“形成过程”审查，即审查该套设备系统投入运行前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论证、检测；“明显性”审查，即审查该套设备系统是否存在明显

的违反逻辑和科学性的情形，而行政机关对此难以解释；“实际效果”审查，即审查该套设备系统投入运行后，是否存在明显大量的异议（复议
或诉讼），导致产生科学性上的合理怀疑。 参见“何凯诉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行政处罚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
沪行终 ２０４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赵龙：《自动化行政裁量的包容性规制》，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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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多轮蒸馏的政务大模型被引入行政处罚幅度建议、社会救助资格实质审查等裁量决策场景时，行政

机关也易出现自动化偏见与裁量怠惰的问题，不利于实现个案正义。
与一般人工智能引发的自动化偏见不同，多轮蒸馏大模型对行政裁量权正当性的影响，源于其底层算法

架构对特殊情境的系统性忽视。 行政裁量权的核心在于通过利益衡量实现个案正义，尤其强调对边缘及特

殊行政情节的考量。 单轮大模型尚有可能保留相对全面的数据特征，但在多轮知识蒸馏的过程中，轻量化模

型为追求运行效率，其算法逻辑天然倾向于拟合大模型中的主流普遍特征，而不可避免地剔除或弱化处于边

缘概率的复杂情境。 这就导致蒸馏后的政务模型在面对具有特殊情节的行政相对人时，极易输出高度同质

化且一刀切的决策建议，并往往带有隐性的偏见与歧视，干扰行政人员最终决策。① 这不仅诱发了行政人员

的裁量怠惰，更在算法压缩设计之初就挤压了行政法追求个案实质公平的技术空间。 当一线执法人员长期

依赖此类输出结果时，法定的人工复核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行政机关的实质裁量权被隐蔽在代码深处的

压缩规则所影响，严重动摇了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 这要求行政机关在运用人工智能时，必须

保留实质性的“人工干预权”和“最终解释权”，确保算法仅仅作为事实查明的辅助工具，而不能让渡行政行

为的最终价值判断权。②

多轮蒸馏技术的“技术中立性”概念，在公共治理语境下具有误导性。 尽管技术本身在设计上可能是中

立的，但其应用方式和黑箱性质等内在特性却与行政法的公平、透明等基本要求存在固有冲突。 这揭示了技

术效率及中立性与公共法律规范要求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 行政法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中立工

具，而必须积极审视其内部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传统归责体系在多轮蒸馏面前展现出了较大局限性。 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规范行政行为、保障行政法治的核心约束。 行政法基本原则应是指能够统领全部行政法

规范的原则，既能够调整所有行政法主体，也能够调整所有行政法行为。③ 那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行政法

基本原则的适用边界是否需要重新定义？ 例如，人工智能决策的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体现比例原则？ 人工

智能的不可解释性如何与行政行为的可解释性要求相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行政法领域如何适用、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④ 这些

问题是对行政法理论的深层挑战，意味着行政法需要对自身重大基础原则（如正当程序原则）进行根本性重

构，以在自动化决策时代保持其规范效力。⑤ 应对人工智能对行政裁量权和基本原则的挑战，不仅仅要确保

合法性，更要维护行政法本身的规范核心。 如果人工智能削弱了人工控制、公平性和可解释性，那么其将侵

蚀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 这要求决策者主动介入，塑造人工智能在公共行政中发展和应用的形态，确保技

术进步与法治价值相协调。

三、现行多轮蒸馏模型责任监管的制度性缺失

（一）用途导向的外部监管难以穿透技术供应链

当前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在构建归责机制时，多以“用途导向”原则为基准，即依据模型实际应用场景与

最终用途界定法律责任。⑥ 该逻辑在早期人工智能模型功能单一、行为路径可控的语境下具备合理性，但在

多轮知识蒸馏架构中，正逐渐显现监管滞后与规范效力不足的问题，难以应对复杂模型链条引发的责任扩散

与风险隐匿现象。
“用途导向”原则的核心困境在于：其将监管视角局限于模型外部部署环节，忽视了模型生成机制中知

识责任的层级传导结构。 即便最终模型作为面向市场的终端载体，其训练语料、行为模式及判断逻辑仍从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飞、吴辉：《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人文建构》，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第 ３５ 页。
参见程关松、苗运卫：《相对人参与算法行政的困境与出路》，载刘艳红主编：《东南法学》第 ４ 辑，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４６ 页。
参见吕成：《法典化背景下行政法的双重体系建构》，载《理论月刊》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０ 页。
参见翁明杰：《智能行政中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证成与适用》，载《财经法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９ 页。
参见唐安然：《自动化行政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重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８６ 页。
人工智能系统的输出并非完全独立于人类设计和训练过程，这意味着责任的分配可能需要综合考虑开发者、使用者及系统本身的特

性。 在数字时代，随着信息形式日益多样化，传统的物质形态已不再是判断其性质的唯一标准。 相反，信息的功能、用途及对用户行为的实际
影响可能更为关键。 参见李雅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侵权归责路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第 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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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依赖教师模型及中间模型。 在蒸馏过程中，知识的压缩、抽象与表达重构呈层级推进，学生模型往往继

承甚至放大教师模型潜在的判断偏差与结构缺陷。 若缺乏对教师模型环节的监管介入，仅以用途作为评价

依据，则低估了整个链条中其他主体的法律义务。 同时，“用途导向”掩盖了通用模型与专用模型间的法律

结构差异。 实践中通用模型常被蒸馏为小型化、垂直化的场景专用模型，而“教师—学生”结构可能由不同

主体实施控制。 若法律仅聚焦最终用途场景，将实质性削弱通用模型提供者在知识源头的规范责任。 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企业为例，其通过多轮蒸馏技术将通用模型转化为司法或医疗领域的专用模型时，未重新训练

原始语料即赋予模型场景功能，致使算法偏见、知识漏洞等风险未经有效审查便被继承。
同时，以用途为中心的监管可能诱发法律规避行为。 以开发者为例，部分开发者刻意维持开发脱钩表

象，仅对外提供蒸馏模型的压缩版本，宣称不介入下游部署以规避行政责任；同时，若按照产品责任界定及其

风险抗辩规则，开发者极易规避侵权责任，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护。① 这种现象可能会在技

术与商业层面消解监管约束效力，形成监管盲区，也不利于促使服务提供者履行注意义务并主动规避监管风

险。 此外，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高度开放性与演化性，使得模型用途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动态变异可能。 一款

初始设计为文本摘要的模型，可能通过与用户的持续交互，习得性地演化为问答系统或推荐工具，导致实际

用途与开发初衷背离。 在此情形下，基于初始用途设定的归责路径，将无法覆盖人工智能模型全生命周期的

法律风险。②

对此，行政法应重构行政许可与备案制度，拣选出可适用于人工智能行政管理领域且无法从行政法基本

原理中推导出的制度。③ 应引入全生命周期行政许可或备案制度，将监管重心前移至模型开发、训练、蒸馏

等早期阶段。 对高风险人工智能模型，特别是作为基础的教师模型，应要求其在投入蒸馏链条前进行行政许

可或备案，并定期更新，确保其训练数据、算法逻辑、潜在偏见等符合行政法要求。 此外，欧盟《人工智能法

案》确立了以风险为基础的四级分类监管模式，将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

最小风险四个层级，对不同层级施加了差异化的合规义务。④ 该框架对于多轮蒸馏模型在政务场景中的规

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方面，其风险分级理念可为行政机关提供差异化监管的规范参照———对涉及公共

安全、重大福利分配的高风险自动化决策系统，应施加更严格的审查评估义务；另一方面，其确立的基本权利

影响评估制度要求部署者在部署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前评估此举对基本权利的影响，⑤这与中国政务采购

中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的需求相契合。 然而，该框架亦存在明显局限：其风险分类以静态清单为主，难以

适应多轮蒸馏模型在不同政务场景中风险水平的动态变化；合规成本较高，可能加重基层行政机关的负担；
其基本权利保护路径主要依托风险预防逻辑，与基本权利保护的合法与非法二元判断逻辑之间存在协调问

题。 因此，在借鉴欧盟经验时，应结合中国行政体制特点，采取场景化动态风险评估路径，根据人工智能系统

在行政决策中的具体角色确定风险级别，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重视制度背景的差异。
（二）单点问责模式与链式协同开发结构不匹配

多轮知识蒸馏在模型演化进程中构建起动态生成链条，其显著特征为生成主体的非单一性、生成过程的

连续性与生成结果的叠加性。 但是，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规则，多以单一行为体与一次

性行为为预设前提，难以有效涵盖链式模型生成所形成的复合责任情况。 这种规范预设与技术特性的脱节，
不仅导致法律规制对象与技术生成链条的结构性错位，更影响责任分配的合理性，削弱法律规则的执行效能

与可预测性。
行政监管通常以产品归属或服务提供者作为管辖基础，但蒸馏链条生成的模型可能由多个开发者、平台

甚至开源社区协同完成。 若仅将最终模型输出者作为监管对象，将导致链条关键节点陷入监管盲区，削弱整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窦海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何以脱离产品责任？》，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３０ 页。
参见李贤森、李坤锦：《全生命周期视野下人工智能数据出境安全监管的具体场景、重点风险及体系构建》，载《河北法学》 ２０２６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０１ 页。
参见陈鹏：《从本质主义到原旨主义：行政许可界定路径之反思》，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４ 页。
Ｓ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ｕｒｏｇｉｐ，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ｇｉｐ． ｆｒ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ｒｕｌｅｓ＿ＡＩ＿２０２４．ｐｄｆ．
参见李贤森、李庭凯：《论人工智能系统法律风险规制———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例》，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

第 ５ 期，第 ８７ 页。



１２４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个监管体系的严密性。 在类型化视角下，单一化的侵权归结方式不能周延地约束技术生成链条的多元演进

路径，①若不能及时构建识别链式生成特征、容纳多元责任分布的新型法律框架，将加剧责任归属混乱，弱化

法律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实质约束力。 以侵权责任为例，传统责任主体需具备明确的可识别性与行为自

主性，但人工智能的行为仅具有有限的自主性和可解释性，且模型蒸馏过程中的系统联系加剧了决策主体的

复杂性，这给侵权责任界定带来了全面挑战。②

在多轮蒸馏语境中，最终模型作为输出载体，其生成行为深度依赖前级模型传递的知识表征，而这种知

识传递过程难以被界定为直接控制或委托代理关系。 传统侵权认定强调从行为到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
蒸馏链条呈现非线性、多节点扩散特征，部分中间模型虽未直接参与最终内容生成，却可能因知识偏差或风

险传导实质影响结果，这一现象在最新的“掩蔽生成蒸馏”模型（Ｍａｓｋ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简称 ＭＧＤ）中
更为突出。③ 它打破了传统蒸馏中学生模型直接模仿教师模型特征的线性映射逻辑。 ＭＧＤ 通过对学生模型

的特征进行随机掩蔽，强制其利用残缺特征去反向生成和还原教师的完整特征，虽然在计算机科学意义上提

升了模型的表征能力与鲁棒性，但在法学视域下，其高度非线性的知识重构过程进一步加深了算法的黑箱属

性，使得原始数据偏见在随机掩蔽环节的扩散路径变得更加隐蔽和不可预测。 鉴于此，法律层面的行为控制

力认定标准难以精准适配模型层级复杂化引发的责任交叉问题。
传统行政法体系强调根据具体任务在组织间独立的管辖分配来划定彼此的责任范畴，缺少对行政权数

字化集成行使下复合责任要求的回应。④ 行政法应突破传统行政法中单一行政主体的观念，探索行政主体

多元化认定。 在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中，行政机关、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者等多元主体可探讨

其在行政法上的共同行政责任或连带行政责任。 在传统的单向度行政管理中，责任主体相对明确。 但在数

字政务采购与应用场景中，行政机关引入多轮蒸馏模型辅助决策，一旦该决策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行政机

关必须首先对外承担国家赔偿或行政补偿责任。 在完成外部责任的承担后，行政主体需依据政府采购合同

或产品责任法，向提供技术服务的多元主体进行内部追偿。 然而，面对多轮蒸馏的复杂技术供应链，行政机

关难以准确定位损害结果的具体成因源于基础教师模型的语料污染、中间蒸馏环节的算法过失抑或终端平

台的运维不当。 此因果链条的断裂，导致行政机关在启动内部追偿时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撑与法定追偿依据，
实质上被动承担了技术链条运转的所有潜在风险。

（三）数字政务公私合作中的追偿与约束机制滞后

多轮知识蒸馏的链式架构不仅加剧了法律归责的技术难度，更在实践中形成了广泛的责任规避空间。
开发者可借助中间模型的“传递者”角色，刻意规避最终输出结果的法律责任。 由于法律尚未建立清晰的责

任分配规则，模型演化链条中的责任主体识别存在显著的主观性与裁量空间。 这种技术与制度的错位，为部

分参与主体规避审查义务与法律风险提供了现实可能。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诸多模型发布者倾向于通过开源渠道发布多轮蒸馏后的最终模型，以非商业使用或

社区贡献名义，弱化对模型潜在输出结果的直接控制责任。 随着技术供应链的精细化发展，“碎片化责任”
策略日益普遍———教师模型供应者、数据整理者、中间模型优化者与终端部署者分属不同主体，缺乏统一的

合规义务约束机制。 这一过程中，原本应在链条中设立的责任定位点被虚置，法律可及性随之削弱。 当前规

范体系的回应明显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

安全法》等法律，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专项规制文件，均
未对多轮蒸馏的责任划分作细致规定。 现行规范大多仍围绕“模型训练方”或“服务提供者”在单一主体维

度进行设计，对链式模型生成的复杂结构特征缺乏回应能力。 制度更新滞后与技术迭代加速的矛盾，不仅使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成杰：《类型化视角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结思路》，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７ 页。
参见陈晨：《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６６ 页。
与以往的特征蒸馏方法试图让学生尽可能模仿教师的特性不同，ＭＧＤ 认为并不需要直接模仿教师就可以提高学生特征的表达能力。

ＭＧＤ 首先对学生的特征进行随机掩蔽，然后通过一个简单的块，使用被掩蔽的特征生成教师的完整特征。 由于在每次迭代中都使用随机像
素，所以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所有像素都会被使用，这意味着特征会更加鲁棒，即表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Ｓｅｅ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ｄｏｎｇ ＆ Ｌｉ
Ｚｈｅ， 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ｋ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ｉ Ａｖｉｄａｎ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ｒｏｓｔｏｗ， ｅｄ ａｌ． ｅｄ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ＥＣＣＶ ２０２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２， ｐ．５３⁃５４．

参见展鹏贺：《数字政府协同原则的规范内涵及制度展开———基于行政组织关系的视角》，载《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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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手段难以应对风险转移与责任分散的现实问题，更弱化了法律对模型开发行为的预防性约束。①

当前数字政务建设在制度设计上陷入了公权力技术转移的合规盲区，尚未建立与公权力向算法模型的

实质让渡相匹配的监管与问责机制。 传统的政府采购法体系与商业合同范本多指向实体货物采购或常规软

件开发设计，其服务等级协议往往只关注系统的运行稳定性与响应指标，而对模型蒸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语

料污染、知识幻觉或算法歧视缺乏前瞻性的违约责任界定。 实践中，各地政务人工智能采购项目的合同条款

亦暴露出这一制度短板。 某市数据局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大语言模型本地化部署采购中，曾因“符合专业条件的供

应商不足三家”而废标，侧面反映出该技术领域供应商准入标准可能尚未被市场广泛接纳；②而深圳市数字

政府人工智能公共支撑平台等大型采购项目虽投入规模庞大，但其合同条款对模型蒸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语料污染、知识幻觉或算法歧视同样缺乏针对性的违约责任界定。 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当前政务人工智能

采购合同多沿用传统软件采购模板，未能针对多轮蒸馏模型的技术特性设计专门的质量保证与责任分配条

款，导致行政机关在面临算法致害时难以依据采购合同进行有效追偿。 在公私合作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下，
提供多轮蒸馏模型的技术企业往往以商业现货软件的免责条款或算法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承担因模型输出

错误而引发的公共管理责任。 一旦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许可被司法机关以事实不清或

程序违法为由撤销，行政机关在对外承担国家赔偿法项下的赔偿责任后，往往发现在现有的采购合同中难以

找到针对算法致害的直接追偿条款。 公法责任与私法合同约束严重错位，不仅导致公权力实质上在为技术

提供方的算法过错承担最终风险，也使得技术供应商缺乏优化蒸馏链条与剔除底层偏见的内在动力，最终形

成技术红利归于商业主体而法律风险留存至公共管理系统的不均衡治理局面。

四、数字政务中多轮蒸馏大模型应用的行政治理路径

（一）确立数字政务采购中的多轮蒸馏链条强制披露机制

面对多轮知识蒸馏引发的责任隐匿与追偿困境，突破口不应在于通过普遍性的行政许可干预技术市场，
而应立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内部规范，确立政务人工智能采购的强制性蒸馏链条披露机制。 行政机关在采

购或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时，应将蒸馏链条透明度作为核心的准入审查标准与合同义务。 具体而言，要
求技术供应商在投标或服务接入前，向采购机关定向披露其模型的层级演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基础教师模

型的数据源合法性说明、多轮蒸馏的算法传递逻辑、各级学生模型的风险评估报告等。③ 通过将技术黑箱的

解剖权前置于采购与准入阶段，行政机关能够提前锁定链条上各环节的技术提供方，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内部

责任追偿与纠纷解决奠定确凿的证据基础。
在这一制度构建中，法国的相关经验可提供有益参照。 法国 ２０１６ 年《数字共和国法》在全球率先将算

法透明度义务嵌入行政法典，规定基于算法处理的个人决定须向当事人明确声明，当事人有权要求获知算法

处理的规则及其主要特征。④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进一步明确，仅当算法及其逻辑能够向受影响者解释时，方
可作出完全自动化决策，正因如此，完全自动化决策在日常使用中非常罕见。⑤ 此外，法国 Ｅｔａｌａｂ 工作组发

布的公共部门算法问责六项原则———承认、一般解释、个人解释、理由、发布、允许争议，构成了从告知到救济

的全链条问责框架。 然而，该制度在实施层面存在明显不足：法律适用范围存在大量例外，且未设立中央算

法登记系统，导致实际实施率较低，算法透明度在实践中很少得到真正落实。⑥ 对中国而言，法国经验的价

值在于其将算法透明度义务嵌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技术及其构建的全链条问责原则体系中，但其低实施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洋、薛澜：《颠覆、调适与协同：责任伦理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主体治理机制研究》，载《电子政务》 ２０２５ 年第 ７ 期，
第 ４１ 页。

参见《岳阳市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大语言模型本地化部署政府采购服务项目（２０２６ 年 ３ 月～２０２９ 年 ３ 月）废标公告》，载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ｇｇｚｙ．ｙｕｅ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 ／ ５６１１４ ／ ５６１３１ ／ ５６１３５ ／ ５６２５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６５６８０．ｈｔｍｌ。

参见杨一健、王锡锌：《数字行政的算法风险及法律规制：法国经验与中国意义》，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３２ 页。
Ｓｅ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 Ａｒｔ．４７⁃４８．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Éｔａ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ｉｒｅ ｌａ ｃｏｎｆｉ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ｒ ｌ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３１ ｍａｒ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ｅｔａｔ．ｆ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７５８１１ ／ ｆｉｌｅ ／ ＳＲＥ＿ｅｔｕｄｅＰＭ％２５２０ＩＡ＿ａｖｅｃ％２５２０ｈｙｐｅｒｌｉｅｎ．ｐｄｆ．
Ｓｅｅ Ｓｏｉｚｉｃ Ｐéｎｉｃａｕ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Ａ Ｃｉｕｄａｄａ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ｉａｃｉｕｄａｄａｎａ．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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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训亦提示，仅有法律宣示而无制度保障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因此，中国在设计政务采购披露机制时，应
建立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审查程序与责任后果，避免重蹈法国“制度形式化”的覆辙。

１．将蒸馏链条透明度设为政务采购的核心准入要件

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算法在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权利等领域影响的深入，算法治理机制将扩展并

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 针对数字政府建设，国家应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可解释、可审查，以增强

公众信任并促进公平性，①为此应建立详细的蒸馏链条披露审查制度。 该机制以模型层级信息穿透为核心，
要求技术供应商在参与政务人工智能项目投标或服务接入前，向采购机关提交完整的技术链条材料，例如模

型版本迭代说明、“教师—学生”模型拓扑结构、软标签生成与迁移机制、数据源构成及训练参数配置、开发

主体与应用主体的角色关系图谱等。 将“蒸馏链条透明度”纳入政务采购的准入范畴，尤其针对生成式政务

模型需实施精细化分类与分层审查。② 对采用多轮蒸馏的复杂模型，应施加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与“链式

说明”要求，明晰每级蒸馏的输入输出信息与模型责任主体。 这一制度设计可有效提升政务模型系统的可

观测性，为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追踪与风险识别奠定事实依据。
２．明确审查主体与强制披露的具体范围

首先，应明确蒸馏链条披露的审查主体。 在数字政务采购场景中，审查主体不再是单一的市场监管部

门，而应由具体采购或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机关，或本级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牵头，并联合技术专家委员

会进行实质性评估。 披露范围应覆盖所有拟用于公共服务、自动化行政决策或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模型。
其次，需细化披露材料的程序与内容。 供应商的响应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原始教师模型的技术白皮

书，训练数据来源及安全性证明，各轮学生模型的性能评估报告，偏见、幻觉风险等潜在风险评估报告，蒸馏

链条中开发者、提供者、部署者各方主体的内部责任分配声明。 披露机制应贯穿采购的全流程，包含事前准

入审查、运行期重大变更报备及年度合规报告制度，以确保披露信息的时效性。
最后，行政机关应具备对披露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和技术评估的能力，并建立差异化的分级披露与审查

机制。③ 考虑到技术供应商对算法源代码与模型权重主张商业秘密保护的正当诉求，政务模型的链条披露

不应是无差别的全面公开。 对于不涉及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常规辅助类模型，可仅要求披露外部技术参

数，即训练数据分布、测试集准确率及蒸馏策略等外部技术特征。 然而，对于涉及公共安全、司法决定、社会

信用评级及重大福利分配的高风险自动化决策大模型，行政机关必须引入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在这一监管层级，应当要求技术供应商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向政府组建的独立技术专家委员会或

第三方算法审计机构进行深度源码级披露。 审计范围应当穿透至原始教师模型的价值观对齐策略、软标签

的生成日志及中间模型剪枝与量化过程中的特征丢失清单。 只有在专家委员会出具未发现系统性偏见与重

大合规风险的审计报告后，该模型方可获准接入政务专网进行实战部署。 这种精细化的分级披露机制既尊

重了参与市场竞争企业的知识产权，又有效守住了数字行政权力运行的核心安全底线。
３．建立基于合同违约与信用档案的履约监管机制

在透明度与公开方面，通过算法的公开与解释能够实现算法的高度透明，进而达成“全景敞视主义”下
的监督效果。 因此，应明确披露信息的内部留存与适度公开方式。 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政务人工智能

模型，其核心算法逻辑、风险评估结果等应向公众适度公开，增强智能化行政过程的透明度。 此外，建立健全

技术供应商的履约档案与信用体系至关重要。 建议借助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构建可信记录体系，为政务模型

的迭代过程提供不可篡改的时间戳与责任绑定机制。
同时，建立政务人工智能供应商信用档案库，记录其信息披露情况、违约记录及引发的行政争议等，并与

政府采购信用体系挂钩。 对于违反披露义务、隐瞒教师模型缺陷、提供虚假信息或因模型问题导致行政机关

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机关可依据采购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采取扣除保证金、解除合同、列入政府采购

①

②
③

参见刘绍宇：《论数字政府中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与规范体系———以人工智能立法为背景》，载《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７ 页。

参见唐曼：《自动化行政许可审查的法律控制》，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９８ 页。
参见王文玉：《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优势、挑战与法律规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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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等惩戒措施，限制其未来的市场准入。 基于数字政务内部合规的监管模式不仅

要求行政机关具备更强的技术审计与跨部门协同能力，还使得原本孤立的技术审查与政府合同管理、信用监

管紧密结合，形成逻辑闭环的人工智能行政治理体系。
（二）构建基于采购合同的模型内部追偿联动机制

在多轮知识蒸馏架构中，模型行为生成机制贯穿教师模型、中间模型与最终模型的知识重构过程，行政

机关在对外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后，难以向单一的技术供应商进行精准追偿。 当前，仅将最终模型部署方作为

唯一违约责任主体的做法，已无法应对链式蒸馏中的风险转移难题。
对此，行政机关在构建政务人工智能采购体系时，应引入责任联动内部追偿机制。 其核心逻辑在于突破

合同相对性壁垒，在采购协议中明确要求最终供应商（最终模型提供方）对其上游（教师模型）的知识缺陷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或者通过多方协议，将不同层级模型的开发者共同纳入政务合规供应链。 若政务大模型出

现严重的歧视性输出或幻觉导致相对人权益受损，行政机关在承担外部公法责任后，可启动内部追偿。 若经

技术审计判定，最终模型的违规行为系由基础教师模型诱导训练且蒸馏路径存在高度依赖性，行政机关有权

依据强制披露的证据链，向整个技术供应链提起违约索赔或产品责任诉讼。
在追偿程序的具体设定上，应当在政务采购合同中确立按份比例与连带担保相结合的违约归责框架。

行政机关在对外承担公法赔偿后，如何科学量化复杂链条上各技术主体的过错比例，是设定内部追偿机制的

关键。 为此，应当在政务应用系统中强制推行算法决策日志留存与场景复现制度。 当侵权争议发生时，通过

调取决策瞬间的系统日志，审计机构可以对致害结果进行逆向技术溯源，进而帮助法院审查决策是否存在合

法性缺陷。①

具体而言，如果技术复现结果表明，模型的违规输出是由于最终应用平台在部署时的参数微调失当或接

口调用错误所致，则由该平台运营方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如果溯源发现偏见根源在于中间蒸馏环节进行了

过度粗糙的模型压缩与剪枝，导致代表特定群体权益的特征权重被忽略，则负责蒸馏的中间开发者应承担核

心违约责任。 如果最终判定偏见深植于原始教师模型的预训练语料中且蒸馏过程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该固有

缺陷，原始模型的提供方即便未直接参与政务部署，也应依据政府采购的多方协议或技术担保条款承担相应

的追偿份额。 这种技术审计与合同法比例责任相嵌套的违约追偿机制，不仅打破了多轮蒸馏带来的责任隐

匿技术屏障，避免了国家财政资金的流失，更能通过合同责任威慑，促使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开发者在

模型设计的前端阶段主动融入合规审查程序，从而提升数字政务底层支持系统的公平性与安全性。
（三）厘清政务模型应用中平台与开发者的协同合规义务

在数字政府的实际运行中，政务大模型的部署往往依托于第三方云平台或开放接口。 此时，平台运营方

与模型开发者的权责边界极易混淆。 平台不仅提供算力支撑，还可能深度参与模型的微调与接口规划。 为

避免行政自动化决策违法，应在数字政务应用生态中厘清二者的多元主体合规义务。②

首先，应将平台视为政务数据安全与模型合规的关键监督节点。 在数字政务合作框架下，平台不仅是技

术的承载者，而且是政务业务的延伸参与者。 行政机关应通过政府采购协议与服务等级协议向承接政务模

型的平台施加严格的审查与过滤义务。 平台在将外部蒸馏模型接入政务专网前，必须核验其数据来源与算

法备案证明。 对于未能充分履行审查义务而导致不良模型引发政务风险的，行政机关可依据合同追究平台

的违约责任，或将其从政务云供应商白名单中剔除。
其次，建立平台与开发者的风险隔离与信息传递机制。 在处理涉及公共利益或个人隐私的政务数据时，

平台应提供沙盒环境，确保模型开发者在进行线上微调时无法非法截留政务数据。 同时，平台应当向行政机

关承担算法透明度的辅助说明义务，当行政决策受到质疑时，平台需配合调取运行日志与调用记录，协助还

原模型的决策轨迹。 通过运用合同约束与政府供应商信用评价工具，将行政法的合法性要求内化为平台与

开发者的商业合规准则，从而在不逾越行政权边界的前提下，实现对复杂技术生态的有效规制。

①
②

参见王正鑫：《自动化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１１ 页。
参见张凌寒：《〈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的平台算法问责制及其完善》，载《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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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多轮知识蒸馏模型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广泛应用，在极大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同时，也深刻解构了传统

行政法体系中建立在单一主体与线性因果之上的归责逻辑。 面对由技术嵌套带来的责任隐匿与黑箱叠加问

题，行政机关应立足于数字政务的公法属性，将监管重心向内部治理与采购合规转移。 通过确立数字政务采

购中的多轮蒸馏链条强制披露机制，并辅以建立在合同违约与信用监管之上的责任联动体系，行政机关方能

在技术供应链中精准锚定过错节点。 这不仅使行政主体在对外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后能够实现有效的内部追

偿，更从源头上防范了行政裁量过度依赖算法的深层风险。
人工智能治理已超越了私法范畴的个体纠纷解决，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行

政法理论在数字时代也面临如何进行自我革新的迫切问题。 面对人机协同的复杂现实，对传统行政法中的

行政主体、可归因性与行政公开等基础概念亟须进行再概念化诠释。 行政机关必须实现从被动使用技术向

主动规制技术的角色转型，通过提升跨学科的审查能力与技术穿透力，确保算法工具的运行轨迹始终被约束

在法治政府的框架之内。
生成式政务大模型的行政法治理仍是一项长期且开放的系统性工程。 随着智能自动化决策向行政裁

决、行政执法等核心权力领域的深度渗透，如何重构数字时代的行政正当程序，特别是激活并本土化相对人

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将成为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防线。 同时，针对算法歧视在公共服务中可能引

发的隐蔽性不公，行政救济机制的适应性改造亦刻不容缓。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竞合态势下，中国应积极

汲取监管沙盒等前沿治理经验，将公平、透明、可问责等伦理准则转化为具有实质约束力的行政规范，努力在

激发前沿技术创新活力与坚守法治核心价值之间探寻最优平衡，从而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法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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